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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
优化路径研究

——以云南沧源佤族自治县为例

茶志强，曾少鸣

摘要：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

实现。民族地区受到诸多复杂因素影响，乡村治理所面临的问题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呈

现出自治能力不足、法治建设滞后、德治教化缺位、协同治理遭遇梗阻的困境。要摆脱此困境，

不仅要遵循治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还要结合民族地区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自治、法治、德

治“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坚持以自治为基础、法治为保障、德治为先导，进一步促进

三者的有机融合，形成以党组织领导、政府为主导、农民为主体、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多元乡

村善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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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乡村是我国最基本的治理单元，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九大站在时代发

展的战略高度，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将其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指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

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1]。2021年4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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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以法律形式确立要建立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社会治

理体系，建设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2]。2021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

历史经验的决议》提出，要“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推动社

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3]。党的二十大再次明确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

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4]。由此，“三治融合”成为提升乡

村治理成效的基本遵循和重要手段。

民族地区一般兼具多民族、多文化、欠发达等特征，其乡村治理所面临的问题既有普遍性，又有特

殊性，使得民族地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更加迫切，难度更大。2021年8月19日，习近平总

书记给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边境村的老支书们回信，勉励他们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引领乡亲们建设好

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5]。为此，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以下简称“沧源县”）

设立了“8·19”回信纪念日，全面推进“三好示范县”建设及边境小康示范村建设，乡村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不断随之深入。该县也成为全国首批“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县”，在推进乡村治理中

开展了诸多契合民族地区发展的实践探索。鉴于此，本文充分借鉴沧源县在乡村治理中的有益经验，结

合民族地区实际，提出完善民族地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优化路径。

二、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三治融合”乡村治理实践现状

沧源县近年来积极响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要求，多措并举推进基层治理，不断探

索“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其探索的实践经验对优化民族地区“三治融合”

乡村治理体系有着重要启示作用。

（一）沧源县乡村治理面临的基础困境

沧源县乡村治理所面临的问题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

具有边疆性特征。沧源地处中国西南边陲，与缅甸接壤，是云南连接东南亚、南亚的重要通道，也是我

国面向西南周边国家开放的前沿窗口。漫长的国境线使该地乡村治理长期面临边境管控、跨境犯罪防范

等特殊压力。二是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特征。沧源县是全国两个佤族自治县之一，也是全国最大的佤族聚

居县，全县佤族人口有14.83万，占全县人口的85.51%，除了佤族，还有汉族、傣族、拉祜族、彝族等20
多个民族杂居在该县[6]。以佤族为主体，多民族杂居的社会结构，使该县形成了独特而厚重的民族文化底

蕴，民族性特征贯穿于当地乡村治理的各个层面。三是经济发展较为滞后。2025年沧源县全年地区生产

总值为73.13亿元[7]，在云南省县域经济排名中明显靠后。全县经济基础薄弱，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短板

较为明显，制约了公共服务供给及治理资源下沉，进一步加大了治理成本与难度。四是教育基础相对薄

弱，农民整体文化程度偏低。占人口大部分的佤族属于“直过民族”①，教育基础薄弱，与内地相比仍存

在一定差距，农村居民整体受教育年限偏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乡村治理的参与能力与自治效能。

以上这些特征共同构成了沧源县探索“三治融合”乡村治理的基本前提。

（二）“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并举的实践举措

沧源县牢牢把握边疆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实际，以组织建设为核心、提升能力为根本、“三治融合”

为路径，正积极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一是积极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夯实治理基础。注重《村民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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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的修订完善，使其充分发挥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独特功能；进一步完善“四议两公开”“一事一

议”等基层议事制度，落实群众决策权和知情权；2019年，全面推行“自然村长”制度，实现“自然村

长”的全覆盖；建立多方联动机制，增强自治内生动力和协同治理水平；许多村寨还探索了“网格+自
治”模式，将自治单元下沉至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二是积极推进乡村法治建设，提高治理效能。通过实

施“法律六进+N”“法治走边关”等活动[8]，组织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深入村寨开展法律知识宣传、

引导村民学法、知法、守法；探索巡回法庭进村寨的方式，“零距离”以案释法，让旁听群众充分感受法

庭的庄严和法律的权威，达到了“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警示教育效果；健全人民调解长效机制，吸

收乡贤精英、村组干部等担任人民调解员，争取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镇），矛盾不上交”。

三是努力加强乡村德治水平，破解治理难题。设立“8·19”回信纪念日，打造全国一流的爱国主义教育

示范基地；深度挖掘“班洪抗英”“班老回归”“佤山抗日”等革命历史事迹，宣传爱党爱国精神，厚植

家国情怀；积极推进移风易俗，开展评选“洁净家庭”“先锋模范”等活动，树立身边榜样；与时俱进修

订完善村规民约，尝试吸纳“佤族头人”“魔巴”等传统权威参与德治教化，引导其在婚丧嫁娶、邻里纠

纷中以身示范、以德化人，使村规民约真正内化为村民的行为准则；同时积极吸纳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

扎实推进“万名干部规划家乡行动”，组织动员干部为家乡建设献智出力。

（三）党建引领“两网融合”支撑“三治融合”的实践模式

沧源县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以基层党组织体系网和社会治理体系网“两网融合”为抓手，不断

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整合各方治理资源为“三治融合”提供坚实的组织支

撑和运行平台。一方面，充分发挥了党组织的领导作用。使党的领导贯穿于网格治理的全过程之中，升

级党组织领导下的“网格化”管理措施，选优配强网格长（员），实行责任清单化管理，明确各级网格和

网格长的职责任务，结合开展“学回信、见行动、办实事”实践活动、“双报到双服务双报告”等工作，

引导机关企事业单位在职党员下沉到基层一线开展服务，确定党员中心户及联系骨干党员，实行部门挂

村、党员干部包户，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另一方面，积极推进“两网”深度有效融合。探索建

立“一网多元、五级治理”的网格化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完善“乡（镇）党委—村（社区）党组织—村

居民小组党支部—村居民聚居点党小组—党员中心户”五级组织和网格体系，实现了“大事全网联动、

小事一格解决”[9]；同时，成立县网格办，健全完善“两网融合”指挥体系，设立城市网格化治理“红黑

榜”，建立各级网格定期走访、联防联控、网格议事、社情民意办理等工作机制，从制度上保障“两网融

合”的深度运作。该模式实质上将党的领导贯穿于“三治融合”的全过程，解决了传统“三治融合”实

践中组织载体模糊、力量分散的问题。

（四）实践成效

通过持续推进“三治融合”与党建引领下的“两网融合”实践，沧源县乡村治理效能得到了明显提

升。一是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得到显著增强。以党建引领的网格化治理在强边固边、疫情

防控，美丽乡村建设、防止返贫动态监测、邻里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提供民生服务保障等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如班洪乡班坝村与边防连队、派出所共建“联合党支部”，形成“村村是堡垒、户户是哨所、人

人是哨兵”的边防格局；2023年，班洪乡班洪村成功创建为“第三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二是村民自

治水平显著提升，参与活力得到有效激发。全县95个村（社区）全部修订完善《村民自治章程》，规范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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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四议两公开”“一事一议”等议事程序，村务公开与民主决策制度有效得到落实；村民参与乡村建设

的积极性进一步提升，主动投工投劳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管护等公共事务，已形成“民事民议、

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自治格局。2022年，班洪乡班洪村获评为“全国先进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三

是乡村法治建设持续向好，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与普法教育成效明显。如班老乡广泛吸纳政府职工、村组

干部、群众代表组建法治宣传服务队，发挥“警地+汉佤双语+N”模式的优势，运用本土方言、佤语等群

众通俗易懂的语言开展集中普法，解决了民族地区法律知识匮乏、语言沟通不畅等难题。2024年，班老

乡共开展“双语”普法活动25场次，解读法律政策89次，受教育群众达1.2万余人[10]。四是乡村德治建设

深入推进，乡风文明程度大幅提高。通过培育全国模范法官鲍卫忠、云岭楷模10位老支书群体等先进典

型，发挥了榜样力量，激发了村民内生道德动力，形成了崇德向善、争当先进的良好社会风貌；截至

2025年7月，全县101个单位被国家、省、市命名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25个单位获“模范集体”

表彰，97人获“模范个人”称号[11]。

三、民族地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面临的现实困境

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所面临的困境兼具普遍性与特殊性。普遍性困境与全国欠发达农村地区大体相似，

特殊性困境则根植于边疆民族地区独特的社会生态，使治理难度更为复杂。

（一）自治困境：自治能力不足对法治与德治建设形成制约

自治重在自我管理，自治在乡村治理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发挥着主体性作用。民族地区在推进

乡村治理的过程中存在自治能力不足的情况，进而制约了法治与德治的建设。一是村民自治的主体意识

不强。民族聚居地区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难以有效参与村级事务管理；加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

平相对滞后，农民更多关注的是如何提高自己的经济收入，提升自己的生活水平，对与自身利益关联不

紧密的村级事务缺少关注。二是村民自治权利保障不足。《村民自治章程》是规范村级事务的基本依据，

关系到每一位村民的切身利益，但在具体实践中，自治章程的契约精神体现不足，存在制度性缺陷，广

泛性和民主性有所欠缺。部分章程未能体现对村民权利的有效保障和对公共权力的必要约束，反而成为

以“民主形式”限制村民自身权利的工具。在执行层面，多数文本内容不规范，语意不够清楚明晰，对

村民的权利义务分配不合理，难以保障村民自治权利。三是现代村民自治制度与传统权威之间存在张力。

一方面，以村委会为核心的现代自治组织，其合法性源于国家法律和选举程序；另一方面，民族村寨中

仍存续着以“寨老”等为代表的传统权威体系，后者在矛盾纠纷调解、公共事务决策等方面仍具有实际

影响力。然而，当前部分民族村寨中，传统权威与现代自治制度之间尚未形成有效衔接，现代自治制度

的文化认同与基层执行力仍有待进一步增强。

（二）法治困境：法治建设滞后使自治与德治缺乏保障

法治注重外部约束，法治为政府、村委会和村民提供保障的同时也制约着三方的行为，使三者在基

层社会治理中形成动态均势，从而保证乡村治理的规范有序[12]。民族地区在推进乡村治理中存在法治建设

滞后的问题，这使得自治与德治缺乏应有的保障。一是法治宣传不够深入广泛，缺乏良好法治环境。存

在农民法律意识淡薄，法律知识匮乏的情况，了解法律基本常识和权利义务的农民很少，在生活中由于

匮乏法律基本常识，有的农民很难准确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基本规范要求，甚至会出现行为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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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而自己却不知道违法的窘境。此外，由于农村是熟人社会，当大部分农民面对村内纠纷时，小事习惯

于协商解决，较大的事更倾向于在家族内或村寨内寻求解决纠纷的方法，只有遇到侵害自己利益严重时

才会考虑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二是农村公共法律服务滞后。法律服务作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内

容之一，在民族地区仍存在公共法律服务资源缺乏的问题。在具体落实乡村法治建设中，涉农的法律制

度立法数量、内容上存在缺失和空白，特别是对农民的权益保护缺乏专项立法；司法救助、法律援助等

滞后于城市，存在人力资源匮乏，经费投入不足的情况；此外，涉及边境民族地区还存在涉外法律服务

能力薄弱、跨境纠纷调处机制缺失等问题。三是农村法治运行不够高效。农村执法机构不健全，有的尚

未成立依法治理领导小组，对乡村法治的统筹协调力度不够，农村行政执法存在缺位情况，一些私搭乱

建、破坏生态环境、违规占用土地等违法行为仍然未能有效得到遏制。

（三）德治困境：德治教化缺位增加自治与法治成本

德治重在道德教化，德治建设有利于激发农村社会自组织的活力，增强村民自治的有效性，也有利

于弥补农村法治建设的不足[13]。民族地区在推进乡村治理中存在德治教化缺位的情况，这进一步增加了自

治与法治的成本。一是村级非正式组织和非正式制度作用发挥不明显。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禁毒

禁赌会等非正式组织形同虚设，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对农民的约束性显得微弱；村规民约等非正式制

度执行乏力，虽然多数村委会都修订完善了村规民约，但其形式大于实质效用，农民对村规民约内容知

晓度低，认同感不强，没有真正把村规民约当作重要的行为规范要求，无法发挥村规民约应有的规制引

导作用。二是没有充分发挥好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新乡贤的价值和功用在于提供乡村振兴亟待

解决的资金、人才、信息、技术、文化等资源，但民族地区对乡贤文化资源重视不够，挖掘与弘扬乡贤

文化力度欠缺；新乡贤人才库存较为薄弱，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政策支持力度不足，缺乏新乡贤回村

带动产业发展、推进村庄规划、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等长效机制，仅靠情感引导难以长久维持新乡贤参与

乡村治理的热情[14]。三是深度挖掘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力度不够。沧源县民族风情浓郁、传统文化多姿多

彩，其中蕴含着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的优秀文化资源，具有凝聚人心、涵育乡风的独特价值。

然而目前对这些文化资源的系统挖掘、整理与转化仍显不足，传承与创新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四是乡

村德治氛围尚未有效形成。文明创建活动开展不够深入，榜样示范作用发挥有限，村级道德激励与保障

机制也有待健全。

（四）“三治融合”困境：协同治理遭遇梗阻

“三治融合”是乡村自治、法治、德治三要素的有机融合，三者各有优缺点，无法单一有效应对基层

治理的问题[15]。因此，要实现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就离不开各方协同发力。民族地区在推进“三治融合”

过程中，协同治理仍面临一定梗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现代治理理念有待深化。目前，基

层政府在职能转变上仍处于从“管理”向“治理”过渡的阶段，治理方式有待进一步创新；村“两委”

还未真正树立治理理念，服务群众的主动性尚需提升；农民更没有乡村治理的观念，习惯于被管理和被

支配，自主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尚显不足。二是治理主体不够多元。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

唱主角的依然是基层党委、政府和村级组织，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被弱化，有时出现“政府干，

群众看”的尴尬难题；企业、行业协会、社会组织等多元力量参与乡村治理的渠道仍不畅通。三是治理

方式有待丰富创新。基层党委、政府和村级组织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囿于过去传统思想的影响，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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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村级事务的指导通常偏重于行政指令，协商民主等多元治理方式运用不够充分。

四、民族地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优化路径

民族地区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不仅要遵循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还要结合民族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民族文化等实际情况统筹推进。需要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丰富和发

展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坚持自治为基础、法治为保障、德治为先导，进一

步促进三者的有机融合，以自治消化矛盾，以法治化解纷争，以德治春风化雨，形成以党组织领导、政

府为主导、农民为主体、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多元乡村善治格局（见图1）。

（一）自治基础：提升村民自治能力水平

充分发挥村民自治在乡村治理中的基础性地位，积极推进完善村民自治机制建设。一是强化主体培

育，激活村民自治的内生动力。针对民族地区村民文化水平偏低，主体意识不强的问题，一方面需要积

极进行“双语”宣传教育，通过广播宣传、火塘宣讲、短视频传播等通俗形式，普及村民自治权利、村

级事务管理流程，进而破除“文化壁垒”；另一方面，将技能培训、产业扶持与自治参与相结合，强化村

级事务与村民利益的关联程度，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充分体现和维护群众权益，进而调动广大村民参与乡

村事务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提升乡村治理活力[16]。二是要完善制度供给，健全自治权利保障体系。进一步

查缺补漏，完善《村民自治章程》，要体现合法性原则、实用性原则和民主性原则。内容上要科学、合

理，体现合法性原则和实用性原则，要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制定过程中，要合法、合规，体现民主性

原则，广泛征求并充分尊重农民的意见和建议，使《村民自治章程》建立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之上，做到

最大限度保障村民自治权利。还要落实好“四议两公开”“一事一议”等基层议事制度，保障村民决策权

和知情权。三是探索“双向嵌入”的自治组织模式。在村委会等法定组织架构下，下设“寨老议事会”

等，将德高望重的寨老等乡贤人士纳入村务协商、矛盾调解等自治环节；同时，通过加强宣传培训、组

织学习国家政策，引导传统权威向现代治理规则靠拢，进而提高民族地区村民自治水平。

（二）法治保障：持续推动乡村法治建设

充分发挥法治在乡村治理中的保障性作用，持续推动乡村法治建设。一是加强培育民族地区农民的

法治理念，营造良好法治氛围。依法治理理念有赖于治理主体具有较高的法律常识和法律素养，宣传教

育是提升乡村农民法治意识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因此，需要持续推进“法律进乡村”宣传教育活动，

图1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路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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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容上，不仅要普及基本的法律常识，让民族地区的农民充分了解自身的权利和义务，也要重点普及

与乡村社会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婚姻家庭、继承、相邻关系等编章内

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涉地法规，以及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还需进一步创新

法治教育的方式与载体，讲求普法实效，以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推进普法教育，积极探索“双语”普法，

运用少数民族语言录制普法内容广泛宣传，将法律知识融入日常生活。二是要进一步健全民族地区农村

法治基层工作体系，提高农村公共法律服务水平。需要加强涉农法律法规的立法调研，提出更多科学立

法建议，进而健全法律制度，在制度上做到有法可依；加强乡（镇）司法所建设和法律援助中心建设，

建立健全农村法律援助经费保障制度和人才保障制度；强化边境法治特殊供给，针对跨境婚姻、走私等

问题，可探索建立“跨境矛盾联合调解机制”，与毗邻边境村寨、民间组织建立信息通报和简易纠纷协作

化解渠道，提升依法管边控边能力。三是要着力推动民族地区乡村法治的高效运行。成立乡（镇）依法

治理领导小组，强化对乡村法治建设工作的组织领导；探索建立乡（镇）综合执法队伍，严格乡村执法，

对一些乡村违法占用耕地、破坏生态环境、走私偷渡等行为严格查处；推行电话立案、巡回审判等方式，

加大司法救助和法律援助力度；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员作用，化解乡村较小矛盾纠纷，提高法治效率。

（三）德治先导：夯实乡村治理道德根基

充分发挥德治在乡村治理中的先导作用，着力提升乡村德治水平。一是在民族地区要注重乡村非正

式组织和非正式制度的作用。需加强宣传，配套出台相关实施细则，明确专人负责具体工作，把村党支

部书记、老党员、德高望重的老族长等纳入乡村德治队伍中。同时，还需要发挥好村规民约的规制引导

作用，建立完善村规民约实施细则，成立村规民约执行委员会，让村规民约从“软约束”变成制度的

“硬杠杠”，充分发挥其在乡村治理中的“软法”功能，从而“使村规民约在实践中逐渐成为被村民群体

广泛认同的共约、共信共行的乡村社会公共行为规范”[17]。二是推进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长效机制建设，

作为村庄内生力量的新乡贤，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已成长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18]。在民族地区，一方

面要注重发挥德高望重的乡贤人士在村级事务协商中的辅助作用，使其在党组织和村委会的领导下，积

极参与村务协商、矛盾调解等工作；另一方面要借助新乡贤资源解决好乡村治理中人力、物力、财力不

足的窘境，挖掘和弘扬乡贤文化，对新乡贤回乡参与乡村治理应给予政策支持，并把政策落到实处，形

成长效机制，助力乡村振兴。三是要深度挖掘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民族地区拥有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资源，各地民族文化与习俗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引导民族地区结合地方实际，在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框架下，传承和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组织专家学者对各地流传的史诗、神话、谚

语、伦理规范进行创造性转化，提炼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的伦理资源，并融入村规民约加以

宣传，进而形成向上向善的时代新风尚，使之成为乡村德治的内生支撑。

（四）多元共治：全面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要促进自治、德治、法治三者的有机融合，就要坚持协同治理，推进多元共治，形成以党组织领导、

政府为主导、农民为主体、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多元乡村善治格局。第一，坚持党的领导，强化党建引

领。“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领导农村工作的‘最后一公里’，在乡村治理中始终处于领导核心地位”[19]。乡

（镇）、村级党组织不仅要“建在网格上”，更要“强在融合中”，通过党建引领下的网格治理，实现组织

触角向村组、院落、边境一线延伸；同时，综合各方力量、优化治理资源配置与协同响应机制，实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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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互通、力量互补、工作联动，进而将党建资源转化为治理效能。第二，发挥政府主导作用，转变政府

职能。政府要从传统管理的观念中解放出来，树立现代治理理念，把管理变为服务，把管理变为治理，

明确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职能职责，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还要加强制度的顶层设计，构建“三治

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本土化策略，制定和完善乡村治理体系的建设标准、目标任务、评价体系等，凸显

政府在乡村治理中主导、指导作用。第三，尊重农民主体地位，激发参与意识。“经济发展水平与公民政

治参与之间存在密切的正相关性”[20]，因此要推动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抓好农村重点产业建设，建立

完善农业产业链与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提高农民的政治参与热情；进一步激发农民主体意识，以农民

为中心，做到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农民权益，增进农民福祉。第四，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增添治理

活力。有序引导金融和社会资本流入农业领域和农村社会发展，加强农村产业建设，促进农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拓宽农民群众增收渠道，如鼓励企业通过“村企联建”参与产业开发与公益事业；还要引

导好行业协会、志愿者组织等社会力量，并积极引入科研院所等专业智力支持共同参与乡村治理，为民

族地区乡村振兴赋能助力，进而形成多方汇聚的治理合力。

五、结语

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关键在于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治理体系。三者虽手段各异，但在

功能上互补共生、不可偏废。云南沧源县的实践表明，民族地区“三治融合”建设虽取得阶段性成效，

但在协同机制上依然任重道远。未来，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应立足边疆与民族实际，因地制宜地丰富“三

治融合”的实践路径，巩固和发展“党组织领导、政府主导、农民为主体、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多元

善治格局。这不仅可以推进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进程，还可以为全国基层治理现代化贡献地方治理经验。

注释：

① “直过民族”特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未经民主改革，直接由原始社会跨越几种社会形态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

其所居区域被划定为“民族直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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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Optimization Paths of the "Three-Governance 
Integration"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in Ethnic Minority 

Regions： A Case Study of Cangyuan Va Autonomous County， 
Yunnan Province

Cha　Zhiqiang， Zeng　Shaoming

Abstract: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oal of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Ethnic minority regions are influenced by numerous complex factors. The problems faced 
by rural governance are both universal and particular, presenting a predicament of insufficient self-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lagging development of the rule of law, absence of edification via moral 
governance, and obstacles to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o overcome this predicament, it is necessary not 
only to follow the general laws of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but also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actual 
conditions of ethnic minority regions, and continuously enrich and develop the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of 
"Three-Governance Integration" (self-governance, rule of law, and moral governance).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aking self-governance as the foundation, the rule of law as the guarantee, and moral 
governance as the guide,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these three elements, forming a 
diversified pattern of good rural governance led by Party organizations, with the government playing the 
dominant role, with farmers as the main body, and with the joint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forces.

Keywords: "three-governance integration"; rur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frontier ethnic minority regions; Cangyuan County

责任编辑： 郭珊珊

55


